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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汽车产品构成的差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生产空间布局较传统汽车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以及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进一步研究并理

解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生产空间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借鉴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框架，通过

搜集分析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整车厂及主要供应商分布，对典型汽车企业生产网络

的布局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受汽车产品本身的构成影响，传统汽车企业更加倾向于企业间

控制的行动者策略，而新能源汽车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企业间协作。对应的空间响应变化

表现为传统汽车会在整车厂周边一定范围内形成明显的联系较为紧密的生产网络，而新

能源汽车则会在传统汽车的生产网络上进行“嵌入式生长”而形成相对分散的生产网络。

关键词：汽车产业；新能源汽车；全球生产网络；空间集聚

【中图分类号】F426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4.06.006

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与区域发展的战略支柱之一，汽车产业是城市产业集聚研究的重要一

环。国家发改委 2024年 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连续 9年产销全球第一，

2023年产量达 958.7万辆，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量中占比 60%[1]。根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编制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到 2035年，新能源汽车将取代传统燃油汽车

成为主要的产品形式。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使得汽车产品在零部件构成上发生了较大

变化，提供相应零部件的供应链也在变化。从零部件构成看，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总成系统

由燃油发动机、变速箱转变为电池、电机及电控，底盘系统及汽车电子系统则采用高能量

密度电池、车载芯片、终端设备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这些变化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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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政府和企业更好地理解汽车产品变化所带来的对汽车产业布局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搜集分析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两大代表整车厂及供应商分布，试图

在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框架下对汽车产业生产网络的变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对比研究。重点

围绕两个问题进行探讨：一是汽车产品变革如何影响汽车整车企业的策略选择；二是不同

的企业策略选择下，分别形成怎样的生产网络和空间组织特征。

一、文献综述

汽车工业作为核心的制造业部门之一，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庞大的规模，也在于其通

过与其他工业制造业部门联系所形成的巨大生产网络[2]。在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传统

燃油汽车逐渐形成了以日系、欧美系为主的生产组织模式，整车、零部件供应网络成为研

究汽车产业空间的重要研究切入点和研究对象。21世纪以来，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皮

特·迪肯（Peter Dicken）、杰弗里·亨德森（Jeffrey Henderson）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地理学

者，在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GCCs）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s）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生产网络理论（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s），引起

了经济地理学、社会经济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3]。近年来，新加坡国立大学Yeung等
在原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GPN 1.0）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更加动态的全球生产网络理论

（GPN 2.0），将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约束 3个关键的竞争动力和风险环境理论

化，并将其结构特性与行动者特定策略相联系，以分析全球生产网络形成和运行的机制，

并解释全球生产网络的动态演化[4]。国内外学者也将全球生产网络作为研究汽车产业特

征的重要工具。

国外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对汽车产业全球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研

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对特定国家的产业特

征进行解释。例如，斯洛伐克的汽车产业成功依赖于外资和企业收购模式[5]，而中国汽车

产业中的国外直接投资是一种能满足国家目标的、市场主导下的嵌入式投资，特点是中外

合资企业及其生产网络配置[6]。二是对特定国家和地区在某些产业的全球生产网络上的

变化和趋势进行评估与解释，主要关注企业内部的知识生产能力以及企业的外部联系，较

少延伸到中观以下的空间组织方式。其中，企业内部的知识生产能力包括更高价值的服

务[7]、内部技术创新能力[8]和生产、转让技术的决定权[9]。企业的外部联系包括买方与供应

商[10]、制造商与供应商[5]、外国直接投资[11-12]、国外公司子公司与国内公司的供应商之间的

联系[13]等。其中，关注买方与供应商关系的转向研究发现，当生产内容转移到供应基地

时，由于汽车产品变得愈加复杂以及地方难以自行改变产品规格和行业标准，导致买方

（汽车龙头企业）被迫转向与供应商建立联合的、隐性知识流通的协作型关系[14]。而关注

制造商与供应商的关系研究发现，汽车制造商和大型供应商的垂直解体扩大，特别是

2008年金融危机后，汽车零部件贸易真正向全球化的地理组织模式转变[15]。另外，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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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子公司与国内公司的供应商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发现，国际公司子公司与本地公司

之间的供应商联系薄弱但仍然存在相互依赖，而这将削弱国际公司子公司向国内经济转

移技术和知识的潜力[16]。这些研究从知识溢出与技术转移、零部件贸易全球化以及整车

企业策略的角度解析整车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关注重点在企业策略选择上，较少关注企

业策略与整体生产网络布局特征的联系。

在研究视角上，国外使用全球生产网络框架的研究涉及从解释静态的特定国家产业

特征到评估与解释汽车全球生产网络上的动态变化和趋势，但对于中国的汽车产业以及

新能源汽车产业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学者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对汽车产业的

研究集中在嵌入式的国内汽车企业集群升级研究[17]、升级策略研究[18]以及面向地区的产

业升级研究[19]。对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研究主要集中在手机产业[20]、娱乐产业[21]和计

算机产业[22]，有关汽车生产网络空间的研究较少，仅有的研究也只关注全球的整车和零部

件格局演化。

国内汽车产业空间组织研究虽然使用全球生产网络框架研究较少，但基本上围绕不

同的空间尺度对汽车产业空间布局特征及汽车生产网络空间组织开展研究。全国尺度层

面主要关注全国汽车产业集群分布特征及机制，目前国内已形成以龙头整车厂商为核心

的六大汽车产业集群，在规模效应及知识技术共享作用下模块化生产方式导致企业地方

集聚程度下降及跨区重构[23-27]。区域尺度层面主要关注产业地域分工协作及组织模式。

例如，长三角汽车产业集群形成以整车生产单元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零部件生产

单元空间布局更趋分散呈近域化扩散状态[28]；京津冀汽车产业集群在市场条件、集聚经济

和政策引导等因素下呈现先集聚再不断向外围扩散的多核心结构，零配件企业更倾向于

布局城市新区[29]。市域尺度层面主要关注整车与零部件空间组织关系。例如，巫细波对

广州市车企研究发现，外资零部件企业偏向于围绕外资整车企业布局，而内资零部件企业

偏向沿交通干线布局，同时外资整车企业对零部件企业的辐射带动性低于内资企业[30]；陈
肖飞等对芜湖奇瑞汽车的研究表明，企业网络呈现显著的整零“核心—边缘”结构，其形成

机理可归结为地理邻近性、关系异质性和认知互动性共同作用。生产网络在组织尺度上

正逐渐从地方集群网络向跨区域、跨集群网络发展[31-32]。
综上，全球生产网络已经成为国外研究产业集群网络演化的重要工具，但目前对汽车

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和传统汽车领域，较少从全球生产网络的框架下关注国内汽

车产业集群和网络空间特征。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尝试探讨生产技术变革下传统

汽车与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空间组织特征及影响因素，为未来产业空间调整提供理论支撑

和现实依据。

二、研究框架

传统的区位论最早明确“集聚经济”的概念，企业间的地理邻近可获得的规模收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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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或运输成本节约，是维持产业集聚的核心驱动力[33]。随着全球化发展和复杂产业的出

现，传统区位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企业空间组织新的演变特征，一个企业的经济生产组织已

经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区域之内，而是广阔地分布在以这个行业中的主导企业为核心的网

络中。由此，杰弗里·亨德森等正式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框架，并由Yeung等进一步

发展，将影响网络结构和行为的解释变量确定为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约束和

风险环境[34]，研究范式呈现从集群到网络的转变[35]。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更加重视经济活动跨区域边界、跨领域边界的联系，核心的变量是

权力关系、技术进步和网络结构等因素，以此解释企业组织在不同地理空间尺度下的变

动、迁移，以及对国家、区域和地方造成的影响（图 1）。竞争驱动因子包括成本—能力比

率和市场动因。成本—能力比率是指不同类型的企业行动者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提升企

业能力的一个或两个方面来优化成本—能力比率[36]。市场动因则是指那些影响市场需求

和消费者行为的因素。对于生产者而言，领先企业及其供应商通过重新配置生产网络、制

定市场规则来维持市场主导地位。对于消费者而言，消费需求的多样性、经济因素（价格、

质量等）、非经济因素（社会责任、环境等）等都会对生产者优化全球生产网络产生影响[37]，
金融约束因素方面更加关注企业融资、财务管理对于企业优化成本—能力比率、战略和决

策产生的重要影响[38]；风险环境囊括了经济风险、生产风险、监管风险、劳动力风险和环境

图 1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框架

图片来源：《从GPN 1.0到 2.0: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研究进展与评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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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39]；网络行动者可以划分为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专业供应商、普通供应商以及主

要消费者，同一企业在不同生产网络中可以是不同的行动者[40]。
在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框架中，包括企业内协调、企业间控制、企业间合作、非企业间

博弈四种行动者策略[41]。目前，整车企业的行动者策略主要为企业间控制和企业间合作

两种。企业间控制属于高度外部化的策略，领先企业将关键组件或服务、完整模块或服务

包等的重要价值活动外包给供应商和承包商，并对其生产流程和产品/服务质量进行严格

控制[42]。企业间合作则是指在快速多变的市场环境下，为了减少因市场波动、技术转移和

供应链中断带来的风险，领先企业及其合作伙伴需要进行科学的分工和合作。这些合作

形式通常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领先企业及其合作伙伴在资产、技术、知识或市场专业

知识方面具有互补性；二是存在透明的行业标准，通过双方共同认可的规则，以提升相互

之间的信任[43]。在竞争驱动因子和风险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不同的领先企业在两种策略

中采用不同的组合和比例，并形成不同结构的生产网络。

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基础建立起汽车产业集群生产网络的解释框架。在全

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框架下，特定企业作为生产网络行动者，根据外部的竞争驱动因子以及

风险环境，会在企业间控制、企业间合作两种主要行动者策略中进行选择和组合。本文通

过对比不同领先企业采取的不同的行动者策略，研究不同策略下形成的生产网络差异。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

本文主要依据传统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供应链的差异展开。广汽丰田是

传统燃油汽车的代表，整车厂产能布局分布在广州市南沙区，其整体的生产网络模式属于

精益生产，具有较为封闭的生产网络结构。特斯拉（上海工厂）是新能源汽车的代表，整车

厂产能布局分布在上海市临港片区。特斯拉（上海工厂）作为一家美国直接投资的整车

厂，由其牵头形成的整体生产网络具有典型的欧美系汽车生产网络的特点，通过控制准入

标准形成较为开放的供应商网络。特斯拉的生产网络一定程度上也是新能源汽车生产网

络的模板。

本研究基于两大汽车企业依托国内供应链构建的汽车产业集群网络，对比不同集群

内地理区位差异的作用机制。广汽丰田涉及 168家主要供应商企业，特斯拉涉及 185家主

要供应商企业。研究数据来源于对整车厂的实际调研和《中国汽车工业企事业单位信息

大全（2021版）》[44]。本研究还通过对比广汽丰田和特斯拉的供应商名单及其分布，对不

同类型汽车的生产网络进行研究，供应商分布数据来源于全球汽车信息平台（https://www.
marklines.com）。

（二）研究方法

产业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测度空间集聚程度，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

传统汽车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空间集聚特征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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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ation，简称KDE））是一种从样本估计总体的非参数概率密度估计方法，能够有效地描

述事物和现象的分布运动。应用KDE不引用对数据分布的先验假设，因此可以估计任意

的概率密度分布。此外，相比于其他估计方法，它保留了观察值的原始信息，得到的概率

密度函数连续性更好[34-35]。KDE的基本表达式为：

f ( x ) = 1
nh∑i = 1

n K
( x - xi )
h

式中：f(x) 是观测数据 x1, x2,···, xn估计得到的概率；xi为供应商与整车厂的欧式距

离；K为核函数，h为带宽，二者取值影响概率密度曲线估计的效果。本文选用常用的Ep⁃
anechikov核函数，带宽 h在MATLAB中根据样本数据特征自动调整为最优值。

四、空间组织特征差异

（一）空间总体核密度特征

对整车生产来说，200千米的距离是形成相对集聚的生产网络的空间尺度。所以，采

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对广汽丰田和特斯拉整车厂 200千米范围内的供应商进行空间分析，

可以直观地判断供应商的总体分布密度及变化趋势。特斯拉整车工厂 200千米范围内的

供应商集聚程度明显低于广汽丰田。分段而言，广汽丰田在 30千米范围内供应商分布数

量最多，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同时在 30~60千米出现次集聚状态，供应商基本实现 1小时

到达整车厂，符合“精益生产”下零部件厂近地化原则。特斯拉在 60千米范围内供应商相

对较少，在 60~120千米内供应商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这与苏南与浙北地区分布大量零

部件供应商关系密切。特斯拉供应商近地集聚程度明显低于广汽丰田，因此特斯拉对本

地生产依赖程度相对较低。

从主要供应商所在城市分布的统计情况来看，广汽丰田整车厂的供应商占比最高的

城市为广州（31.0%），远高于第二位的佛山（7.1%）。上海、天津、东莞位列前五，是整车厂

供应商联系最多的城市。特斯拉整车工厂的首位联系城市是苏州（11.4%），第二位才是整

车厂所在地上海（9.2%），第三位是宁波（8.6%），供应商城市分布相对分散。这表明特斯

拉高度依赖区域外部的生产网络，尤其是以“三电”系统和汽车电子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

零部件。

因此，无论是从全国尺度还是区域尺度来看，特斯拉与广汽丰田相比，其供应商分布

更加分散。而在稍小尺度下，广汽丰田在珠三角的集聚程度同样比特斯拉在长三角的集

聚程度更高。换言之，特斯拉的生产网络节点相对分散。从地理集聚程度看，在广汽丰田

整车厂 120千米范围内集聚了 88家供应商，占供应商总数量的 52%；而在特斯拉整车厂同

等距离范围内集聚约 25%的供应商。

（二）分类型零部件供应商空间特征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分为动力系统、底盘系统、汽车电子以及车身附件四大类。广汽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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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53.8%的动力系统供应商（13家中的 7家）以及 63.8%的车身附件类供应商（80家中的

51家）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而广汽丰田在长三角地区主要为车身附件以及底盘系统

零部件供应商。广汽丰田的主要动力系统供应商包括广汽丰田发动机、广州三五汽车部

件、广州爱信汽车部件、爱三（佛山）汽车部件。此外，顺德矢崎、惠州住电供应电子部件，

广州樱泰汽车饰件、艾杰旭汽车玻璃（佛山）、广州福耀玻璃供应内外饰。这些供应商都分

布在广汽丰田整车厂 200千米范围内，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供应商网络。

特斯拉 44.4%的动力总成供应商（45家中的 20家）、46.0%的车身附件类供应商（63家
中的 29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工厂 200千米范围内。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代表厂商，特斯拉仍

然会沿用上海周边原来为大众等欧美厂商和合资厂商服务的供应体系，并根据新能源汽

车电气化的特点形成自己的生产组织网络。通过供应链标准管控，特斯拉的生产网络更

加开放。在长三角地区，特斯拉与传统欧美系车企共享大批的供应商：华域汽车供应座

椅、保险杠、电池盒等，拓扑集团供应内饰件、底盘、副车架等，宁波华翔供应内外装饰，均

胜电子供应BMS系统、内外饰系统，嘉兴海拉灯具供应前灯，博世（苏州）供应ABS制动，

均胜汽车供应气囊、安全带，上海中国弹簧供应弹簧，上海米其林供应轮胎。这些供应商

图 2 广汽丰田和特斯拉概率密度空间分布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表 1 供应商所在城市前 5位统计

位序

1
2
3
4
5

广汽丰田

城市

广州市

佛山市

上海市

天津市

东莞市

占比

31.0%
7.1%
6.0%
6.0%
4.2%

特斯拉

城市

苏州市

上海市

宁波市

深圳市

无锡市

占比

11.4%
9.2%
8.6%
7.6%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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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传统汽车企业提供零

部件。

另外，特斯拉会根据

自己的需要向其他地区的

供应商进行采购。珠三角

地区集中了特斯拉 37.5%
汽车电子类供应商（32家
中的 12家）。这些供应商

从产品类型上看并不只是

生产汽车零部件产品。例

如，广东鸿图科技是华南

地区规模最大的精密铝合

金压铸专业企业，涉及汽

车、通信、电梯、机电等产

品，为特斯拉提供铝合金

压铸产品；深圳德润经营

范围包括电器元件、模块、

传感器、电梯配件、五金交

电、仪表仪器、机电产品、

工业自动化产品的研发与

销售，为特斯拉提供电子

零部件仅是其中一部分业

务。类似的还有胜宏科技

（惠州）、广东世运电路等。

总体来看，在零部件

供应商构成上，传统汽车

与新能源汽车同样存在差

异，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

供应商网络呈现更加分散

的态势。以特斯拉及造车

新势力为代表的新能源汽

车整车厂商倾向于开放整

合，从全域范围内选择供

应商，如“三电”系统、智能

网联系统等为代表的新零

图 3 广汽丰田与特斯拉在区域内主要供应商分布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自然资源部审图号为GS（2019）4342号、

GS（2020）3189号的底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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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厂商集中于具有深厚科技研发基础的深圳、上海等地，而非围绕整车厂集聚。

五、全球生产网络框架下驱动机制分析

整车厂供应商组织特征变化背后的原因是生产方式和技术的变化对产业集群空间格

局造成了差异化的影响。首先，从竞争驱动因子方面分析，在电动化、智能化技术变革的

浪潮下，整车技术架构发生改变，汽车产品轻量化以及零部件共享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由

此导致供应链体系重塑，不同企业的成本—能力比率发生变化。技术革新往往伴随新的

战略性企业入驻，重构

地方原有的生产网络

和产业集群。电子信

息产业集群、软件和汽

车产业集群的产业耦

合，以及轻量化和其他

层面的技术创新，形成

了新的竞争驱动因子，

推动网络行动者采取

与传统汽车企业不一

样的行动者策略。其

次，在风险环境方面，

作为有很强产业拉动

和经济带动作用的汽

车产业，中央和地方政

府从顶层设计到政策

招商优惠都强力推动

汽车产业空间组织的

演化，通过明确新能源

汽车战略、出台系列政

策优惠招商引资等方

式，使新能源汽车及相

关产业的环境风险大

大降低，形成有利于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

整体环境。

作为全球生产网

图 4 广汽丰田与特斯拉一级供应商分布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自然资源部审图号为GS（2023）2767号的底

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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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下的行动者，传统汽车企业倾向于采取企业间控制的行动者策略进行整体生产网络构

建，布局较为紧凑，各级供应商与整车厂之间距离较近，形成了传统集聚的汽车产业集群。

传统燃油汽车主要由各类不同的二级供应商向一级供应商提供相关材料及组件，一级供

应商将上游材料加工组装形成相关零部件后，再向整车企业提供。这一过程中，整车企业

直接引导和控制零部件企业，强化锁定技术优势及其能引发创新的关键性资源，整体呈现

供应链条和生产开发周期长的特点。

以股权控制为代表的企业间控制行动者策略有利于实现技术垄断收益最大化，形成

传统汽车供应链集聚布局。广汽丰田作为日系燃油汽车生产商，是典型的以产权为纽带

的体系内稳定供应模式。广汽丰田受控于丰田总部建立的以产权为纽带的垂直封闭网

络，生产组织相对稳定，本地集聚水平较高，主机厂与供应商合资深度绑定，以加强对供应

链的控制。通过股权控制，整车企业能够控制技术外溢，实现技术垄断和收益最大化，同

时通过周边布局实现“即时生产”，使成本最小化。广汽丰田供应商中，外资、合资企业占

比 60%（100家）。发动机、底盘系统、变速器等三大核心零部件的企业中，外资、合资占比

达 84%，其中变速箱企业为日方 100%控股，发动机企业日方控股 70%。同时，广汽丰田与

其他日系车企共享供应商不足 30%，与欧美系共享不足 20%。广汽丰田采取企业间控制

的行动者策略形成了在地理上较为集聚的生产网络。

新能源汽车的电动化围绕以电池、电机、电控为主的“三电”技术展开，智能化以自动

驾驶、人机交互技术为主导。新能源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标志着汽车产品的重大变化，

汽车生产的成本—能力比率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中的主体零部件由传统

的发动机、车身附件转向“三电”系统、软件等智能化领域，因此新能源汽车对高科技零部

件有着更高的需求，汽车电子应用在整车制造成本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在新能源整车中成

本占比达到 45%~65%，高于燃油车 15%~30%的成本占比。而相关部件生产部门所需要

的高素质劳动力及研发所在地成为了重要的空间因素，在空间表现上呈现汽车电子、软件

等高科技零部件的区位选址集中在靠近城市中心或者位于近郊的开发中心集聚区。与传

统汽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供应链布局更加分散。整车产品电动化、智能化的趋势促使新

能源汽车企业采取不同的行动者策略，更加倾向于企业间合作，使得整车生产网络组织总

体趋向更加分散。在这种趋势下，整体生产组织网络呈现出嵌入式生长的态势，新能源汽

车企业在共享原有部分汽车零部件生产网络的基础上，链接新的网络节点，形成新的汽车

生产网络。

通过控制生产标准、强调市场灵活与技术输出的开放网络，新能源整车厂普遍选择与

其他整车企业共享核心供应商，降低自身生产研发成本。通过将整车的每部分零部件切

分进行模块化生产，同时利用高效的物流运输系统平衡距离时间成本，最大化地利用不同

模块的生产集群带来的集聚效应，在生产供应网络更加分散的情况下形成成本最优的生

产模式。在这个框架下，即使是同样由跨国公司领导、生产类似产品的网络，也能够通过

更加分散的供应链网络架构，辐射更多区域及产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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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借助汽车供应链组织方式由传统汽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变的历史契机，讨论以广

汽丰田为代表的传统汽车与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在本土供应链空间组织的差异

性及背后的驱动机制。

研究发现，与传统汽车企业采用企业间控制的行动者策略相比，新能源汽车企业更倾

向于企业间合作的行动者策略，其整体供应链网络布局更加分散，同时会利用原有的汽车

生产网络支持进行嵌入式生长，形成新的生产网络布局。另外，新能源汽车的供应商更多

是生产专业化产品而非成为“全职”供应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包括，新能源汽车产品

的要求和需求与传统汽车不完全一致，汽车“新三化”要求更多不同产业进入汽车生产的

供应链中，打破了原有的较为封闭的生产网络体系。与此同时，原有的生产网络体系是一

种无形资产，能够为新产品降低成本，产业产品的升级换代一定程度上会在适配原有生产

网络的同时根据新的生产要求链接形成新的生产网络。不同环节的网络行动者根据竞争

驱动因子、风险环境的变化会选择适合自己环节特点的区位而不是盲目集聚，与领先企业

一起构成与传统相比更加分散的新的生产网络结构。本研究还发现，高效的供应链物流

图 5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框架对汽车供应链组织变化的解释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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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是促成竞争驱动因子和风险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特斯拉依托中国国内的供应

链物流系统成功搭建起具有竞争力的生产网络体系并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另

外，随着整车产品的变化，整车企业及其生产供应网络也需要适应产品生产需求的变化进

行新的区位选择。

本研究依然存在局限与不足。由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仍处于发展上升期，没有发

生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所以无法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产业分布转移情况进行更深入

的研究探讨。同时由于缺少企业货物产品流动数据，无法定量分析企业间联系强弱，仅能

判断企业间有无联系，根据企业生产产品判断上下游关系。之后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进

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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